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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标准问题的若干思考

沈 传 亮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国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研究者对国史分期也是言人人殊，至今

未成定论。但很少学者对国史分期的标准问题加以思考。这是导致分期标准不一样的原因

所在。国史分期标准的选择关系到分期的不同。可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作为分期的标准。但学界

比较倾向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标准划分国史。国史分期还要处理好党史分期

与国史分期的关系、国史前后三十年的关系、中共领袖在分期时的作用、人代会和党代会在分

期中的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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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１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的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的历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史研究至今有三十
余年。三十多年来，国史研究成果丰硕，通史性著
作、专史性著作均有出版，专题性论文更是数以万
计。分期问题既是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
近年来国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此，研究者
言人人殊，至今未达成共识。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研究的现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问题，海内外学者
从各自学术背景和研究力度出发划分段落，但并未
形成一致意见。

从海外学者和海外出版物的角度看，海内外有
关国史的通史性著作均对国史有所分期。美国学者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将国史分为模仿苏联模式（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寻求
中国道路（１９５８—１９６５），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文 化 大 革 命：为 继 承 权 而 斗 争
（１９６９—１９８２），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五个阶段。美
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十年划分为两大阶段：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年代，并
把毛泽东时代分为六个阶段：从胜利、经济恢复到社
会主义改造（１９４９—１９５６），从成功到危机（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大跃进”和大倒退（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在复苏中
日益增长的压力（１９６２—１９６５），“文化大革命”———

红 卫 兵 时 期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接 班 部 署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６）［１］。显然，费正清等人的国史分期值得商榷。

他把１９６９至１９８２年作为为继承权而斗争，显然有失
偏颇。因为“文革”结束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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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如果涉及权力之争，也仅限于选贤让能的层

面。当然，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分析党史或国史，既是

西方学者的优长，更是他们治学的软肋。

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９年出版的国史著作将１９４９
至１９８１年间的国史分为《断裂与延续———中华人民

共和国 的 建立》（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向社会 主 义 过

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１９５３—１９５５）、《思

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

荒》（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

反修防修》（１９６２—１９６５）、《“砸烂旧世界”———文化

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１９６６—１９６８）、《新秩序和新

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１９６９—１９７１）、

《难 以 继 续 的 “继 续 革 命”———从 批 林 到 批 邓》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革命的终结———从“阶级斗争为纲”

到“经济建设为中心”》（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历史的转

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十个

部分。这套丛书有一定学术质量，为广大读者所支

持。它对国史前半段的分期过于精细化，显然是根

据作者研究熟悉程度而分工，并非刻意分期。尽管

如此，这一无意的分期关照了国史逻辑和社会发展

逻辑的统一，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国史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有靳德

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主编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张启华等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金春明著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庞松主编的《简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陈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这

些著作对国史均有分期，但未对划分标准或依据予

以专门分析。胡乔木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有篇《关于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若干意见》谈话，提出国史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年，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１ 年
（文化大革命前期），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后五

年），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徘徊中前进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年（改革开放前五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改革开放后五

年）。胡乔木并未对划分依据和标准进行论述，但显

然前两段是以社会形态划界，随后部分以五年计划

为界划分，“文革”十年则以“九·一三”事件为界分

为前后两段，改革开放前五年是以农村为重点的改

革，后边是全面改革阶段。这一分期，为国史分期提

供了一个思路，尤其是国史前半段的划分很有价值，

体现了国史特点。但在整体分期标准上似乎并不统

一。龚育之认为胡乔木的这一分期应该是有笔误，

应该是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３年。

近来，有些文章开始专门探讨国史分期问题，如

胡安全的《新时期国史分期的四个问题》、张世飞的
《试析“以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理路———以国史

分期理论为例》等。也有的文章［２］对近年来国内关于

国史分期的研究予以评析。总的看，国内学者对国

史分期大致有以下几种分法：一是四分法。根据

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将

国史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

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二是五分法。它是以第一种

分期为基础，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分

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小段。三

是六分法。主要是在第二种分期的基础上，将“伟大

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

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社会主义建设历

史新时期”。四是八分法。即在第三种分期的基础

上，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进一步分为三个

阶段，即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

开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和“由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然后把２００３年

以后作为“改革开放新阶段”。总的看，研究者对新

中国前三十年分期的异议不多，主要分歧在于改革

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阶段细分。有的认为应将新时

期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全面拨乱反正阶段（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前），这一阶段的主题是思

想解放与拨乱反正；二是开创新局面阶段（中共十二

大至十四大前），其主题是实践试验与理论探索；三

是新阶段（中共十四大至“九五”计划完成），其主题

是加快发展与奠定基础；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

段（“十五”计划开始实施），其主题是小康社会与民

主政治。也有的将这个时期按照中共领袖人物出场

顺序为标准予以划分。这些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共和国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资借鉴。但缺憾

是与中共历史分期的界限模糊，部分国史研究者采

取的国史分期依旧循着中共历史的研究路数，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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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现国史研究更为宏观、全面的特点。

国史分期问题是个学术问题，研究者可以自由

讨论。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都可以。究其为何

出现上述分歧，这与各研究者对国史的不同认识有

关，关键在于研究者对国史关节点的定位不同。

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的标准

目前，国史分期标准仅限于从政治、经济等中观

层面进行，还不能从更宏观层次上来深入考虑。纵

览上述分期不难发现，研究者多从政治、经济两个维

度出发划分国史阶段。政治方面，有的分期以中共

核心领导人为界，有的以重大会议为界，也有的以重

大事件为界。这是目前划分国史的主要标准，占据

国史分期的主流。经济方面，有的按照经济发展阶

段划分，有的则按照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六十多年，如何超越单纯从

政治、经济的维度进行历史分期，遵从社会实践发展

变化，把握国史分期关节，体现国史自身特点，避免

通史性国史研究陷入碎片化，着实值得认真研究和

思考。个中关键是厘清国史分期的标准问题。从国

史特点看，下列标准可能有助于摆脱目前国史分期

存在的弊端。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准。众所周知，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国情认

识的演变恰恰反映了国史发展的大脉络。研究者可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对国史予以分期。

据此，可以把１９５６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的七

年分为 两 个阶段即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和 确 立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制 度 阶 段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至今五

十多年，可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曲折探索
（１９５６—１９７６）、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的 历 史 转 折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理 论 的 提 出
（１９７９—１９８７）、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
（１９８７—１９９７）、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布局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等若干阶段。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新中国历史的

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可以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历程为标准划分国史时期。毛泽东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是中国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

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可将国史分为

上下两篇，毛泽东时代篇和改革开放篇，然后根据各

自内在逻辑发展过程进行更加细化的分期。如改革

开放篇里面，就可以分为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

理论创新的成果，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

社会实践，可以视做划分阶段的标准。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标准。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共历史和

国史发展的主线。中国发展变迁离不开中共的领

导，国史分期必须反映中共领导作用。朱佳木从中

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经济社会

发展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国史的方法值得借

鉴，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国史应该分为五个阶段：第

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第二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７８年，

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第三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时期。第四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是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第五阶段２００３年至

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

时期［３］。如此划分甚有价值，既彰显了执政党在国家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

独特性。但其个别表述如“新局面”仍有商榷余地，

至于把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是单独作为一段还是分为两

段学界也有异议。如以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为主

线划分国史，笔者以为可以分为以下七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国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确立（１９５３－１９５６）；中国探索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中的曲折发展（１９５６—１９７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开辟（１９７６－１９８２）；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展（１９８２－１９９２）；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前进（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前两部分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准备阶段，后面诸部分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探索、开辟等阶段。

四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国史是执政
—６６１—



沈传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标准问题的若干思考

党带领全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奋斗

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的自身建设等各

方面，因此，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对国

史进行分期也未尝不可。李彦宏就曾以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发展变化过程为具体标准，将国史划分为五

个时期：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的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１９５７年１月至１９６６年５
月）；“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

受挫时期（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改革开放

与全面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至１９８９年５月）；理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时期（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４］。该划分基本反映了新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骤，但仍有商榷余地。如

第二段的标题完全可以涵盖“文革”十年，第四段的

标题定位为“全面复兴”也不科学，第五段称之为“理

性建设”也不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走向现代

化是按照五年计划来的，尽管有的时期没有五年计

划，或执行的不是那么准确，但其目标明确，实践概

念清晰。因此，可按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

实施进行划分国史分期。当然，也可依据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逻辑进程展开。

对国史关节点认识不同，自然就会带来不同的

分期。当下，研究者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准备、探索、开辟、确立、发展作为国史分期的标

准，加强研究，达成共识。中共十八大对中国道路的

论述是从党的领导人的角度来论述的，分为毛泽东

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这也

可作为国史分期的一种参考标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历史分期问题是任何一个通史编纂者都无法回

避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

题。就编写国史而言，分期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

敏感问题，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必须有现实考虑。

分析国史分期标准，要妥善处理好几对关系，以避免

政治和学术交恶，影响国史学术纹理的自然展开。

一是处理好中共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的关系。

中共历史与国史这两个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既有

共同的基本点，又有很多明显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

对象、范围不同，研究、编写的重点亦各有侧重。因

此，在分期上也要注意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既要体现

国史的特点，也不能忽略中共的地位和作用。因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

织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车头”和“发动

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社会主义时期“中

共历史”与“国史”之间历史分期的同轨和同步性，两

者在历史分期方面的重大重合是不可避免的［５］。但

有的著作为突出国史特点，对党的重大事件予以忽

略，也是不对的。

二是如何处理前后三十年的关系。国史至今已

六十余年。２００９年，国内外关于两个三十年的讨论

很多。主流意见是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发展的基

础，前三十年不仅仅有失误，但更大的还是成就。落

到国史分期上，就是如何表述的问题，后三十年成绩

多多，表述起来比较容易。前三十年的前七年也好

表述，关键是后面的二十多年。就此，既不能避讳我

们共和国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也不能忽视我们在探

索中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应

把１９５７至１９７６年视做历史整体段落，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阶段，既然是探索就允许失败，

既然是探索就会遇到难题。实际情况是，中共在带

领国家往前奔的时候，确实是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

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出现问题也属正常。还有

个问题就是，对于“文革”结束后的两年是划归前三

十年还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准备划在后三十年里。从

大的历史脉络上看，应该划在后三十年。这个前面

已有论述，不再赘言。当然，如果将其划在后面阶

段，就不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了，而是变成前二

十七年和后三十五年的历史比较了。

三是中共领袖人物与国史分期的关系。毋庸讳

言，中共领袖人物在国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

不仅是党的领袖，也是国家领导人。因此把党的领

袖人物写入国史无可厚非。但写这些领袖人物就涉

及人物的出场问题和平衡问题。有的认为在历史上

犯过错误的人就不要上了。国史研究是学术问题，

犯错误的人应该写上。但如果不论功过都把党和国

家的领导人列入国史，就会遇到如何布局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按照历史发展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一主线，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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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集体定位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

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定位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２１世纪；把

新世纪新阶段的党中央定位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６］。党的十八大

这种以领袖群体的贡献为划分历史阶段的脉络可以

作为国史分期的参考，也是值得国史研究者在研究

国史分期时着重思考的。

四是国史分期中人代会与党代会的关系问题。

有的国史论著，为突出国史特色，十分注重人代会的

地位，把其作为分期的重要标准加以考虑。但从中

国现实政治架构来看，党代会的地位无疑更加重要，

分期时必须充分考虑。对于国史分期如何面对党代

会的问题，笔者以为，党代会要出现在国史里，但有

的不一定作为分期标准，只作为重要参考。表述时，

也要根据党代会作用的大小做适当处理。有的党代

会就不必出现在提纲上，如中共九大或十大。同理，

人代会也是，并非各次人代会都那么突出，也不宜作

为分期标准。有的党的会议确实既表现了中共历史

的阶段性，也是共和国发展的分水岭。这样的会议

作为分期标准也无可厚非，大家也不会有争议，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明证。至于中共十二大算不

算，或者十四大、十五大算不算，也还可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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